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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人大立法活动的重心应当从立法数量的增加转向立法质量的提升。立法质量决
定法律运行效果，立法程序决定立法质量，立法审议是立法程序的核心环节。我国人大立法审议
具有较为完整的制度架构，但制度的实际运行仍然未达到理想的状态。部分主体未能充分运用权
限，导致另一部分主体功能扩张，产生了规范与功能之间的张力。具体体现在会议议程的实际决
定权偏移、统一审议中委员会功能放大和议事成员的实际议事功能较弱等三个方面。实际规范与
功能之间的偏差可以通过应然的价值取向作为基准予以协调。立法审议应当具备公正、科学、民
主和效率等价值基础，可以通过进一步明确统一审议的职能分工、完善立法听证程序、设置立法辩
论程序等途径优化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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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的立法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与立法程序的不断完善密切相
关。立法审议是人大立法程序的关键阶段。通过立法审议程序，对法律草案展开不同形式的讨论，
使立法充分反映民意，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功能性优势及其正当性基础的必然要求。关于人大立法
审议，学界已从不同方面发掘了各类问题，如立法程序中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规范地位与实
际功能之间产生内在张力的问题; ［1］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分配，［2］尤其是统一审议中法律委员会
和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分工问题; ［3］统一审议的制度合理性问题; ［4］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如
何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代表职能问题; ［5］人大工作机构的职权分配之正当性问题等，［6］这
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目前存在的问题。“机制”的原义为“机器的构造和
工作原理”，继而引申为“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市场机
制、竞争机制”，［7］构成机制的关键要素在于“组织或部分”与“相互作用”，前者体现为结构，后者
体现为功能。功能之涵义为: “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8］因此，结构由规范所决
定，功能由结果所体现。检视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我们认为立法审议机制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结构
与功能之间存在的一定张力。这种张力具体体现为在既有制度架构下，一部分机构未能充分运用
立法程序赋予的权限，导致另一部分机构在立法审议的现实过程中功能过大，进而产生前者职权虚
置，后者实际主导的不平衡局面。在规范构筑的结构内，为何会与实际功能产生偏差呢? 如何协调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本文将通过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提供有助于这一系列问题解决的路径
和方法，以期优化我国人大审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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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与现状的检讨
与法案的提出和公布不同，审议和表决职能一直以来专属于议会。代议制的核心价值集中体
现于审议环节，立法审议是“法案到法”这一过程的核心程序，参与审议的主体要对法案的合法性、
科学性、可行性、必要性以及技术性问题进行全面论证和充分商谈，从而决定是否交付表决。在我
国，立法审议权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且以人大常委会为主。相应的程序性规则经过了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精细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没有法律规范人大
立法审议程序，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会确立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人
大立法审议的制度建设才开始步入正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而且在
立法程序方面也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9］ 198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
则》通过并实施，标志着立法审议开始进入有法可依的制度建设阶段，此后 1989 年至 2000 年相继
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立法法》，共同构成全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法律依据，
地方人大也陆续制定地方人大的议事规则。2000 年以后，我国人大立法审议程序从制度建设阶段
进入制度完善阶段，根据既有的立法实践效果和理论指导，从技术上对审议程序予以完善。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进行了修订。其中，不仅包含了根据 2000 年《立
法法》的规定所作的调整，例如增加“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委员长或者委员
长会议提出，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的规定，而且也增加了发言顺序、主持
人的权限等一系列颇具可操作化的具体规定。2015 年修正的《立法法》中涉及立法审议的修改之
处有 7 条，其中设置了人大代表参与常委会立法审议的权限，增加了统一审议过程中专门委员会的
强制性参会要求以及常委会工作机构的一些权限。这些修改进一步细化了各机关在立法审议机制
中的分工，扩大了人大代表在立法审议中的作用范围，从科学性和民主性两方面优化了我国人大立
法审议程序。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程序法的进步与国家治理的制度需求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
兴，急需通过立法重建国家秩序，最明显的标志是 1979 年的大规模立法。1979 年 7 月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全国人大和地方
各级人大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被称为“立法
史上的奇迹”。［10］对实体法的迫切需求强调立法效率，导致了立法权力主体的功能扩张，客观上促
进了立法审议程序的规范化。伴随着 2000 年《立法法》的制定以及 2015 年对《立法法》的修正，基
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我国人大立法审议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架构①，但
我们也必须看到制度的实际运行仍然未达到理想的状态。由于追求立法效率，常委会、法律委员会
和法制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法工委”) 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但这种功能强化反过来与规范意义
上的立法审议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大立法审议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具体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议议程的实际决定权偏移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向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但实践中，
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有权立法的地方人大的立法数量均大大少于常委会，前者似乎被放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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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序上，人大的立法审议可以大致分为准备性审议和正式审议，前者的审议主体为常委会，“审议的目的
主要是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同时对拟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也作一定的完善性工作。”准备性审
议确定会议议程，限定了审议的范围，从某种程度上对正式审议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正式审议主体既有人民代
表大会，也有人大常委会，包括了大会审议、常委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审议和法律委员会的统一审议等形式，它们都
是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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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位置上，立法权主要由人大常委会行使。“以八届全国人大为例，5 年中，全国人大共通过了
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24 件，而同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则通过了 94 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
决定，前者的立法数仅有后者的约 1 /4。”［11］相应的，常委会在人大立法审议机制中的功能被放大。
在人大立法审议程序中，常委会是准备性审议的主体，审议目的是确定会议议程，准备性审议是进
入正式审议的实际必经程序，事实上，常委会独自发挥确定大会议程的功能，并未与大会主席团分
享这一职权。对比规范中的权限分配，常委会的这一功能在实践中被强化。例如，虽然《立法法》
规定还可以由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案，经大会主席团决定列入大会议程，“但由于向全国人大提出
的法律案都先向常委会提出，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又规定，常委会提出大会会议议程草案，大会预
备会议通过大会会议议程。因此实践中，凡提请大会审议的法律案，都不是由主席团决定列入议程
的，而是由常委会列入大会议程。由大会预备会议通过。”［12］
常委会审议法律案一般实行三审制，代表大会则无审次规定，通常仅一次大会审议。实践中，
经常委会一审后，如果认为法律案属于基本法律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向大会
提出议程。因此，常委会对代表大会的议程控制权实际由委员长会议主导。在审议过程中，当常委
会对法案存在不同意见时，也是由委员长会议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权对于法案能否最
终通过具有关键性作用。［13］如此一来，委员长会议成为了代表大会审议内容的主要决定者，主席团
对会议议程的控制权并未经常运用，有虚置之嫌。主席团的审议对象主要是人大代表通过代表团
或联名提出法律案，因此这一权限是作为个体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审议的重要途径。如果主席团
的议程控制权被虚置，必将导致代表的提案功能弱化，立法审议内容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可能有所下
降。这一结果表面上是日益繁复的立法任务所导致的，其根源还在于立法审议中效率价值与民主
价值的此消彼长，常委会的权限扩张正是追求立法效率的重要体现。
(二)统一审议中委员会功能放大
正式审议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和讨论法案，这是大多数国家立法机关在审议法案中必经的
步骤。由于我国不存在立法辩论制度，因而专门委员会的立法审查在正式审议阶段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他们负责对所提出的法案进行检查核对，目的在于发挥议员的专业性优势，保证立法的
科学性与合法性。1979 年后，逐渐恢复了 1954 年宪法确立的委员会制度，并将立法审查制度
化———实行统一审议。统一审议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法制统一和扼制不当利益。［14］1982 年通过
的《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组织法》首次在法律层面对专门委员会的分工予以确定，并建立了以法律委
员会为主，专门委员会为辅的统一审议制度。
如图 1 所示，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导的统一审议工作在整个立法审议过程中处于中间位
置，发挥着核心作用，草案修改稿和草案表决稿都出自法律委员会之手。然而，法律委员会的许多
具体工作常常由常委会工作机构———法工委实际完成。分工上，由代表团和专门委员会提出审议
意见，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意见汇总和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召开全体会议对法律案逐条审
议。最后，法律委员会向主席团提出法律修改稿草案，草案常常由法工委实际撰写。“由于法律委
员会在组织体制上并不具备独立承担这样庞大的职责，故其立法工作主要是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来承担的。”［15］实践中，二者共用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法律解释草案的研究拟订都是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直接委托法工委具体负责。正因为法工委具备立法工作者的专业性功能
优势，在结构中又处于各路信息交汇的枢纽位置，其在立法程序中的功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种
工作性制度安排，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往往现场咨询立法工作者的意见，立法工作者借
机发表自己的观点，以此影响立法者。”［16］2015 年《立法法》新增的第 39 条规定，由法工委对法律
草案进行立法评估，并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这事实上原本就是法工委承担
的职责，只不过进一步将其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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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人大立法审议流程图①
综合来看，统一审议过程中，专门委员会仅起到辅助法律委员会的作用，法工委的职责反而更
为关键，这似乎与二者在人大内部机构的的结构设置不符。一方面，从职权来源来看，专门委员会
是根据《宪法》规定设置的，隶属于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常委会领导，而法工委根据《全国人大组
织法》的规定而设置，《立法法》称之为“常委会工作机构”，前者较之后者地位更高。另一方面，从
构成人员上看，专委会由人大代表组成，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而法工委工作人员是通过政府公
务员考试等形式从公民中筛选出来的，不具备民意性。目前的制度设计试图促使法律委员会更加
重视专门委员会的意见，以充实立法的民主性内涵。例如，2015 年《立法法》进一步增加了专门委
员会在常委会统一审议中的意见影响力:一方面，法律委员会必须对所有未被采纳的专门委员会意
见予以反馈;另一方面，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必须邀请专门委员会成员列席并发表意见。但法律
尚未对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的原则、程序等具体制度作出详细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
委会审议的质量和影响力。如果不能通过程序性规则进一步激发专门委员会在固有的职权范围内
发挥功能，令其名实相符，立法工作者的功能性扩张与立法的正当性产生的张力将难以消除。
(三)议事成员的实际议事功能较弱
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是我国人大立法权的实际行使者，讨论法案是其行使审议职权的
主要形式。“从立法程序来看，讨论法律草案是指在立法机关中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法律草案正式
进行审查和展开辩论。”［17］这一阶段的辩论( debate) 活动需要依据相应议事规则开展，我国立法程
序中尚无辩论规则，议事成员主要通过“讨论”进行正式审议。代表大会的立法讨论主要采用代表
团团长会议的形式，也可以由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代表团推选的代表进行讨论。代表团团长会议
是联系和沟通大会主席团和代表的重要形式。在全体大会上很难给予每个代表充分发表意见的时
间，代表团会议成为重要的会议形式。为充分发挥代表团的专业性，有关代表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
大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并将讨论结果向主席团报告。其中，“由代表团推选”是民主立法的要求;
“有关代表”要求所选代表的专业背景必须与“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具有关联性，保证立法者的专业
性是科学立法的前提。常委会的立法讨论一般采用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相结合的审议形式，必要
时可以召开联组会议。常委会的每一次审议都先开全体会议听取说明或报告，再进行分组讨论，因
此实质性的协商往往发生在分组讨论中。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共分为六个小组，正因为
每组参与审议的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客观上能够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18］
但在实践中，由于缺少辩论规则，代表之间缺乏有效的意见交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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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15 年修正)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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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性。交涉性不足必然导致代表个人不能最大限度发挥应有的议事功能。无论是代表团会
议、分组讨论还是大会发言，代表个人意见都必须经过法工委工作人员的记录汇总，法律委员会和
专门委员会的统一审议后才能被吸收到法律草案中。在这一过程中，各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对意
见的取舍具有决定权。由于我国人大代表的专业性仍然有待提升，立法工作者的功能扩张在所难
免。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理论上需要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代表资格”，具有承担政治委托的适当
身份;二是具有“代表能力”，即达到从事立法工作的基本职业水准。［19］2010 年代表法修改叫停了
地方人大设置专职代表的尝试，重新明确“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其背后的现实困境
是兼职的人大代表难以应对复杂法律议案的起草与审议。［20］因此，需要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的辅
助，以缓解这对矛盾给科学立法和立法效率造成的阻碍。这样一来，由于辩论规则的缺失，代表无
法借助现有会议形式最大限度对立法施加影响，立法工作者逐渐以辅助者的身份取代民意代表在
事实上主导立法，造成“名与实的错位”。［21］为纠正这种错位，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了人大代表
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立法的规定。在代表大会审议机制中，常委会审议阶段应当征求人大代表的意
见并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进行立法调研时也可以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在常委会审议机制
中，法工委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人大代表征求意见。但这显然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即
人大代表并非缺乏参与立法的机会，而是缺乏充分利用参与机会对立法施加影响的规则引导和激
励以及立法能力之不足。
二、体制与机制的完善
立法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活动，立法过程固然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但这种认识容易导致
立法被作为非理性的活动，“很少以其本身作为法律成长和进步的基石，而获得信任”，［22］从而被法
学“边缘化”。虽然立法的初衷是想通过理性建构一套统一的法律制度，但现实的立法过程却可能
因为观念、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而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这样的悖论如果不能解决，将导致立法为某些
特殊的利益所操纵，从而与法治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现实中，立法在方法上主要以问题为导向，
尤其是地方立法近几年的蓬勃发展，都试图通过立法为治理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但
强调问题导向的同时，却可能出现过分沉湎于技术性或可操作性的完善而缺乏相应的价值目标。
事实上，作为一种分配正义，立法本身必然包含价值评价。这种价值取向先在于规则和结果而存
在，决定了立法必然存在其自身的理性。即存在应然的规范，为实然的程序性规则提供判断的标
准。要纠正现实与规范的错位，正本清源，还需重塑立法审议应有的价值，作为协调现实与规则的
前提。纲举目张，在明确基本价值的前提下，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还应当通过完善审议机制予以
协调，只有这样才能重塑人大立法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一)立法审议的价值基础
立法审议在规范层面主要体现为一种程序法。实体法与程序法虽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
律体系，但二者的发展却往往是相互独立的。“有时，实体法已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准，而程序法则
比较落后，如法国民法典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 1806 年) 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23］究其原因，在于
程序法具有与实体法不同的评价标准，即独立的程序价值取向。法学上的价值观是指“可能对立
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它们是一些观念或普遍原则，体现对事物
的价值、可追求的理想等进行的判断”。［24］这些判断应用于立法审议程序的规范中则体现为立法审
议的价值取向。
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总是以理想状态作为追求目标的，立法审议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法律
程序，立法审议自然应当符合公正、效率与科学的要求。除此之外，立法审议还应符合民主的基本
要求，这些价值取向决定了立法审议的应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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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公正是立法审议的首要价值。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立法必须关注的问
题，现实中，我们往往因为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追求效率的动因在于实体法的立法需求，但自
2010 年我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来，立法工作的重心就应当从立法数量的增加转向
立法质量的提升，从追求效率转向实现公正。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设立、分配与救济属于实体法规范
的内容，需要达到相应的实体公正。程序法在保证实体公正实现的同时，为法治设立了独立的正当
性标准，即使实体公正得以实现，如果不符合程序公正，同样不能实现法治。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判
断结果的正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公正价值，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防止公
权力的滥用。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力求实现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
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25］因此，一个公正的民主程序必须保证利益
相关者参与商谈的机会均等，包括发言权的平等分配和表决权的平等行使。要在立法审议中实现
程序公正，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程序设置拓展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立法的渠道，充分保证权利主体
在立法过程中表达正当诉求的权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
修改后的《立法法》第 37 条增加了法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强制性规定。但在制度实践过
程中，将公众参与合理地嵌入立法审议过程中，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精细化。这不仅是民主立法的要
求，也是通过立法审议实现公正立法的必要手段。立法必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只有公众将自
己视为立法者，且程序规则能够保证公众成为真正的立法者，所立之法才能为公众所认同和支持，
并自愿遵守。
其次，民主价值是立法审议所具备的天然属性。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遵循民主集中制，本质
就是一种民主政治。作为立法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立法审议具备协商民主的属性。哈贝马斯曾
指出: “民主原则是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26］显然哈氏并未将民主理想化为一种
实体性目标，而主张在充分理性商谈的过程中实现民主。与传统的实体性民主观念不同的是，哈氏
认为民主的原则并非普遍意志，也并非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而是一种众人参与的对话和讨论的
合法程序。［27］而这种体现在程序中的民主，不仅适用于“公共领域的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过程”，而且
“不局限于像在大选中那样组织非正式意见形成过程之后的投票，而至少调节那些‘召集’‘开会’
以‘谈判’一个议程、并在必要时通过一些决议的委员会的构成和运作”。［28］由此看来，立法审议的
正当性实际上取决于议员的交涉互动过程。交涉程度越高，对法案的审议越充分，决议的接受度和
合理性也就越充实。因此，在立法审议中，通过设置辩论规则，加强议员之间的意见交涉与互动，已
经成为各国代议机关的普遍做法。在我国，主要通过不同会议形式的讨论以及听证会、论证会等途
径试图增加交涉的充分程度以实现这一价值。修正后的《立法法》在第 36 条中增加了关于进行立
法听证的条件的规定，在第 37 条中完善了立法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规定，也都是遵循民主立法原则
对立法审议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再次，科学是立法程序追求的另一重要价值。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
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9］立法作为人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其最高目标就是实现主观认识与客观规
律相统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
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
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30］科学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原
则，目的在于追求主观与客观规律相统一。在立法审议中实现科学立法，首先应确保制度设计遵循
客观规律，根据客观需求，合理分配各个审议机关的职权并制定相应的程序性规则。例如，修改后
的《立法法》第 33 条加强了统一审议制度中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让各专门委员会有更大的空间发
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对法案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同时，第 36 条增加了召开专家论证会的规定，追
溯其立法原意，“主要是要解决立法的科学性问题”。［31］此次《立法法》修改，也曾就“税收法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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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等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专门邀请专家和有关方面，召开论证会，最终保障了《立法法》的
顺利修改。
最后，效率是立法审议实现功能的重要保障。公平固然是立法审议需要遵循的首要价值，但不
可否认效率确实同为立法程序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在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意味着“特定资源的
配置和利用上的效率”。［32］在立法审议中，这种特定的资源主要指向权利、权力和责任。若权利的
行使效率低下，必然影响公正的实现，同样，议事过程的冗长拖沓必然不是现代民主政治所追求的。
迟到的正义究竟是不是正义? 或许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迟到的正义一
定不是实现正义的理想状态。保证立法审议的效率，目的上，意味着立法审议活动要在既定的立法
周期内完成审议任务，防止议事僵局、议而不决等延宕立法的现象;手段上，则要求科学合理地制定
议事规则。修改后的《立法法》第 41 条增加了“单独表决”的规定，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在法律草案稿交付常务委员会表决前，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
会议单独表决，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决定是否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或暂不付表决交由法律
委员会进一步审议。这“可以使立法中的问题更加明确，审议的焦点更为集中，能够避免法律草案
因个别条款有争议而久拖不决难以出台，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33］
(二)完善立法审议机制的具体路径
1．进一步明确统一审议的职责分工
统一审议是人大立法审查的主要方式，该制度试图依靠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的职业技能，辅
助人大代表更好地在审议过程中形成共识并作出决策。这是统一审议的设置目的，也是实现立法
的科学和效率价值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法律草案的修改由法律委员会主导，但又由于法律委员
会本身功能有限，这才引出了法工委的职能扩张。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通过制定更加精细的程序
性规则，进一步明确并激发专门委员会的固有职权，释放其潜在功能，与法律委员会共同承担统一
审议任务。
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专门委员会的审议分工，可以避免审议问题重复、立法资源浪费以及立法
效率低等问题。从各国制度建设来看，划分立法审查机关的职权可以分为列举划分和原则划分两
种模式。列举划分就是通过列举的形式对委员会的审查职权加以界定，如美国、德国、瑞典即采此
法。原则划分“只从原则、程序等方面对委员会的职权加以规定，……这种划分方法具有灵活便捷
的特点，……但容易发生管辖不清的现象，实践中容易因分工不明而扯皮”。［34］我国人大统一审议
制度即采此法。因此，要完善统一审议制度，在科学分工的基础上，维持立法效率，可以借鉴列举划
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专门委员会的设置与分工。例如，英国根据政府部门而设置专门委员会，后
者与前者一一对应，负责处理不同政府部门提出的法案。我国专门委员会也是按照法案可能涉及
的不同专业领域而设置的，唯有法律委员会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重要任务，地位无可取代，但其他
专门委员会尚未具体划分分工。根据目前《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委员会必须对专门委员会的意见
作出反馈，进一步加强了后者在审议机制中的影响力。借助这个制度设计，可以进一步规定法律委
员会和法工委的职能仅限于对法律草案的合法律性和立法技术进行审查，涉及事项专业性问题则
交给专门委员会。最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专门委员会的意见统一修改草案，这样就能借助目前
的制度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各审议机关的功能。
另一方面，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程序性规定。议会制度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专
门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例如，英国的专门委员会( select committee) 就制定了《专门委员会成员手册》
( 2017 年 7 月最新修订) ，其中包含了专门委员会成员席位、委员会能提供的资源、委员会的工作程
序、委员会成员的特权和委员会的核心任务等内容。［35］在我国，虽然专门委员会有权对法案进行审
议并提出意见，但就审议程序尚未予以立法，这就导致专门委员会在立法审议过程中的作用容易被
忽视。目前，部分地方立法已经对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有所规定，例如《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专
·321·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门委员会工作条例》( 2007 修改)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 试行) 》《黑龙江省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 2017 年通过) 和《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
则》( 2009 年通过) 。这些地方立法都包含了专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议事规则两个基本部分，颇
有推广价值。
2．强化立法听证程序
立法审议的议事范围由议程决定，而实践中对代表大会议程的制定直接施加实际影响的则是
人大常委会及其委员长会议。囿于人大代表自身的立法能力，极少有代表议案能通过大会主席团
进入大会议程。虽然法律赋予人大代表对会议议程施加影响的权限，但实践中审议内容的代表性
难以符合程序设计的民主价值取向。尤其在过去的统一审议程序中，没有规定人大代表发表意见
的权利和途径，形成了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的信息不对称，不仅违背了程序公正的价值，而且阻碍
了立法者进一步发挥其立法功能。当然，修改后的《立法法》在审议机制中赋予人大代表更多的参
与权限，其中就赋予了人大代表在审议过程中提出意见、参与立法调研、参与常委会审议等权限。
另外，就列入议程的法律案所召开立法听证会和论证会，人大代表都有参与并提出意见的权限。这
项制度保证了在立法审议的全部过程中，人大代表都能够通过不同形式参与立法审议，从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审议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之缺陷，但这还需借助进一步的程序设计，保证在听证会、论证会
中形成充分的意见交涉。
彭真同志曾经强调，立法工作要采取立法工作部门、实际工作部门和法律专家学者三者结合的
办法，做到集思广益。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解决立法中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问题，［36］听
证会就是集合集体智慧的一种良好方式。与一般的座谈会相比，听证会具备两个优点:其一，经过
利益各方及专家的直接陈述、辩论和举证，补充在正式审议过程中代表意见交涉的不充分，有利于
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其二，有利于充分反映民意。［37］可以认为，立法听证能够弥补议程设置代表
性不足的缺点。但从制度设计上，听证会的正当性与审议的正当性一样，应当体现于多元观点的充
分交涉过程中。2000 年的《立法法》对立法听证会进行了规定，但它是以任意性规范的形式加以规
定的，因此，在实践中，立法听证会的举行并非强行性，而是选择性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2015 年修正的《立法法》对立法听证会的规定作了完善，明确要求必须召开听证会的情形，对听证
会的陈述人的选择作了规定，还规定了听证会的报告要求，但仍然缺乏可操作性的议事规则。相比
于代表团会议、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听证会人数更加可控，程序选择更加单一，因此为了最大化听
证会的民主价值，需要设置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加具体的议事规则。甚至需要设置一定的辩
论规则，规定参会人员的发表时间、次序、步骤和礼节等，在协商过程中充实立法审议的正当性。
3．设置立法辩论程序
早在 1987 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
规则( 草案) 》的过程中，胡绩伟和杨克冰等委员就曾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建立议事辩论制度。
他们认为: “现在分组会、联组会发言很积极，很热烈，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往往限于各说各的，没
有意见的交锋和辩论，最好在一般发言后，综合出几个重要的不同意见，交分组会或联组会进行
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对不同意见进行辩驳。真理越辩越明，这样便于统一意见，
形成决议。”［38］尽管上述建议后来并没有写入该议事规则，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
视。自 2000 年《立法法》出台以来，关于在立法程序中引入辩论规则的讨论从未停止。2009 年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虽然增加了主持人的职责、发言的程序、时间和次数，但与真正意义上
的立法辩论仍有一定差距。
建立立法辩论规则，不仅是立法审议的功能性需要，更是由代议制自身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辩论被认为是议会应当具有的本质属性，“议会的理性存在于一种‘动态
辩论’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个各种分歧和意见的交锋过程……所以说，议会的本质是公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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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证和反驳，是公开争论和辩论。”［39］沃尔德伦也认为，构建一个议会必须通过规则和程序构建
协商活动，以规制议程的设置、讨论的发起和结束、发言权的分配、辩论结构、投票，以及在协商过程
中维持共识等。［40］真正意义上的辩论规则，应当包含辩论的流程、发言的次数、时间和礼节等等。
例如，在辩论阶段，发言者应根据主持人分配的发言权、在主持人的许可之下，在规定的发言时间与
次数内提出动议，同一动议不得重复提出，发言时应首先表明“同意”或者“反对”，然后阐述理由，
以保证发言的效率。尚未发言的人优先于已经发言的人，反对方拥有优先发言权，以保证正反双方
得以公平地进行辩论，期间不得无故打断别人的发言。［41］如果不能掌握辩论规则，那么就有可能因
为秩序问题或者时间问题，而被警告或被剥夺发言的机会。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在矛盾就是个体利
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相应的议事规则就要求通过辩论来完
成双方利益诉求的沟通，通过双方的理性让步寻求共识。
在常委会审议阶段，我国目前通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尚缺发言的礼节、主持人的惩戒
权及议题的拆分等规定。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了单独表决的规定，在保证民主议事的基础上提
高议事效率。事实上，该条款所涉及的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通常产生于审议阶段。因此，如
果这类事项需要单独表决，可考虑在审议阶段就将其拆分出来单独审议，进一步提高立法效率。
在代表大会正式审议阶段，因其时间有限，人数众多，难以进行辩论。虽然立法规定了大会发
言，但这种形式很难使意见得到充分交涉，其效果并不理想。而代表团审议、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等会议形式，完全具备进行辩论的条件，能够进一步实现集中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早在六届人大第
二十四次联组会议上，彭真同志就曾用“辩论”形容联组会议的议事活动: “联组会上，常委会委员
和各地方、各方面列席的同志都可以就有关问题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充分展开讨论，赞
成的，怀疑的，反对的，都可以简单明了地各抒己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辩论，把主要问题集中讨论、
辩论清楚，不管是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还是列席的同志，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意见，最后形
成结论。”［42］可见，从人数和会议形式上，联组会议具备进行辩论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分组会
议、代表团审议亦然。因此可以在立法审议程序中，将辩论制度引入代表团审议、联组会议和分组
会议中，在有限范围内提升交涉性，促进不同意见的有序交锋。同时，这并不会造成立法过程的延
宕，反而有利于审议的有序进行。
注释:
［1］韩大元: 《论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 年第 6 期。
［2］刘松山: 《专门委员会为何不能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法学评论》2000 年第 4 期。
［3］蒋劲松: 《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独立报告权》，《人大研究》1995 年第 7 期。
［4］周伟: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立法程序之改革》，《法律科学》2004 年第 5 期。
［5］宋方青: 《论立法公平之程序建构》，《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1 期。
［6］［16］［21］卢群星: 《隐性立法者: 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3 年第 2 期。
［7］［2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597、731 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75 页。
［9］［12］乔晓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 修订版)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年，第 103、112
页。
［10］新华社: 《从数量激增到质量飞跃 中国立法进入转型新阶段》，2014 年 10 月 17 日，http: / /www． ccdi． gov． cn /
special /18jszqh / jjqh_sizqh /201410 / t20141017_28892． html，2018 年 3 月 5 日。
［11］李林: 《会期制度与人大立法》，《中国国情国力》2000 年第 12 期。
［13］蔡定剑: 《20 年人大立法的发展及历史性转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
·521·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14］徐向华: 《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的法定功能》，《法学》2007 年第 11 期。
［15］周伟: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立法程序之改革》，《法律科学》2004 年第 5 期。
［17］［34］吴大英等: 《比较立法制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491、514、499 页。
［18］［31］［33］［37］乔晓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年，第
145、159、171、160 页。
［19］王理万: 《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19 页。
［20］信春鹰、陈国刚: 《2007 年中国立法发展状况》，见李林主编: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No． 6 ( 2008)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53 页。
［22］［40］沃尔德伦: 《法律与分歧》，王柱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第 11、97 页。
［23］葛洪义: 《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88 页。
［24］《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 920 页。
［25］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79 页。
［26］［28］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48、379－380
页。
［27］孙永芬: 《西方民主理论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84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47 页。
［32］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16 页。
［35］Guide For Select Committee Members( June 2017) ，https: / /www． parliament． uk /documents /commons－committees /
guide－select－ctte－members． pdf，2018－04－05．
［36］［42］《人大议事程序的规范化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访谈录( 下) 》，《中国人大》2011 年
7 月 10 日，第 55 页。
［38］《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产生前后》，《瞭望周刊》1987 年第 49 期，第 10 页。
［39］施密特: 《合法性与正当性》，刘小枫编，冯克利、李秋零、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9－40
页。
［41］罗伯特·亨利: 《罗伯特议事规则》，袁天鹏、孙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1－22 页。
［责任编辑:蔡永明］
On the Fun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ONG Fang－qing，WANG Xiang
(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Quality，rather than quantity，should be the focal point of legislation in China． Legislative procedure deter-
mines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which in turn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s; therefore，legislative deliber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procedure． A complet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s in place for the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bu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s less than ideal． Some subjects fail to fully utilize their authority，creating
a tensio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function．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namely，the transfer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meeting agenda，the functional enlargement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uniform deliberation，and the functional weakness of
the meeting members． Basically，these deviations can be remedied by the values such as justice，science，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Therefore，the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 mechanism can be optimized by further clarifying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work in unified deliberation，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hearing procedure，and establishing legislative debating procedures．
Keywords: the People’s Congress，legislative deliberation，legislativ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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